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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B_A3_E5_8C_96_E4_c122_485577.htm 在中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宏大场景中，律师制度的发生和发展，不过是其中不

那么起眼的一幕。但是，正如一滴露珠可以折射整个太阳的

光辉一样，律师制度的历史，也生动展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

的跌宕起伏。 中国的律师制度是清末修律运动中效仿西方典

章制度的产物，其后虽经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有所发展（

尤其是在立法上），但从根本上说，将其归结为一种现代标

识最为适宜。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律师

制度见之于中国社会，其形式意义远多于实质意义。在近代

西方，律师制度是司法民主的重要体现，而司法民主又是在

整个社会倡导民权、以民权作为各种政治法律制度的基础的

结果。中国社会始建律师制度之时，自由平等之风未行，专

制特权之制仍在，作为法律改良的一部分而引进律师制度的

直接动因，乃是为了消除列强的治外法权以重整国家治权。

因此，如果说与民众权利结合的律师制度是民主精神的一种

外化的话，那么从国家治权出发的律师制度则是一种有待于

民主精神滋润的现代标识。其二，律师制度所内含的自由平

等精神，与中国固有的以宗法等级为基调的法律文化传统是

异质的，而在形式上，律师却极易被混同于为社会所不屑、

从而不可能有道德和法律上的正当性的“讼师”、“讼棍”

一类，由此而使律师制度面临双重危险：一是与中国传统法

律文化格格不入而遭排拒；二是丧失现代精神而发生蜕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建立“新的律师制



度”的尝试。新律师制度以当时的苏联为效仿对象，其主要

特点是把律师纳入国家公职范围，统一领导，统一工作。但

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众多的律师成为“右派”，律师制

度旋即夭折。 1979年，律师制度恢复重建。此后，随着中国

社会不断改革开放而出现的新一轮的现代化运动，随着在国

家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模式上不断明确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

法治国家的取向，律师业也表现出持续而强劲的发展势头。

在数量规模上，律师事务所和从业人数大幅上升。迄今为止

，中国的律师事务所已从1979年的79家发展到1万余家，从业

人数从1979年的212人壮大到约11万人。自1994年至2002年实

行统一司法考试之前，每年报考律师的人数都在10万人以上

，通过人数都超过1万人。如此规模和发展速度的律师业，加

之既存的数量更为庞大的其他法律服务组织和服务人员（据

统计我国从事法律服务者大约有1100多万人），对于中国这

样一个东方社会来说，无疑反映了一种无声息却划时代的社

会巨变。 在质的方面，由于中国律师制度的改革和律师业的

发展，律师已实现了由原先单纯的“国家法律工作者”向“

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的转变，其执业形式是通

过合伙和合作等途径设立的自律性律师事务所；作为国家事

业单位的法律顾问处或律师事务所实际上已呈消亡之势。律

师管理体制也开始实现由司法行政机关单纯的行政管理向司

法行政管理与律师协会行业管理相结合的模式转变，并将最

终过渡到“司法行政机关宏观管理下的律师协会行业管理体

制”。 中国律师制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背景下所呈现

出的发展变化及其趋势，可以说是在更高层次上发生的一种

超越本土法律文化传统从而使这种传统不得不再次回归于一



种潜在状态的运动。这种运动以律师业回归社会并在社会中

形成与其职业使命和专业化要求相适应的自治自律机制为基

本内容，因此它在总体上表现为一个完整的社会化过程。具

体则可以将其概括为前后相继、互相依存的两部分内容：一

是在与国家（相对于民间）的关系上发生的以律师业逐渐脱

离对国家经费和编制的依赖为主要特征的中介化运动；二是

在与社会（包含国家和民间）的关系上发生的以形成律师业

自治自律的机制为目的的行业化运动。对于这种势必重塑中

国律师制度和律师业的社会化进程，我想可以从两个方面予

以积极的回应。 第一，世界各国尽管国情不同，但要建立现

代的民主法治社会，就应该了解和重视这种社会在制度构造

上的规律性和合理性。现代律师业作为现代法治社会的一种

基本构件，其基本属性就是中介化和行业化。中介化是相对

于把律师业纳入国家公职范围或作为“国家的法律工作者”

而言的。律师业中介化的必要性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肯定：

一方面，律师业是专门从事法律服务的职业，而按照现代法

治社会中国家和社会的二元构造，国家没有必要也很难把提

供一切法律服务作为自己的职责；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是在

尊奉民权的基础上构筑的法治社会，从民权保护和满足社会

需要的角度看，一个不属于国家公权（特别是行政权力）系

统而且有权专门从事法律活动的独立的律师业，更适宜于监

督和对抗公权的滥用，也更能有效地防止私权自身因滥用而

变质和丧失。从“国家工作人员”到“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

的执业人员”的转变，反映出我们从更加贴近律师的固有属

性来认识律师；也反映出政治制度对律师需求内容的重大变

化。 律师业的行业化是分散运作的律师业为加强职业内部的



联系和交流、形成一种整体的力量以强化自身对社会的交涉

力和影响力而表现出的一种自我整合过程。所不同的是，由

于律师的职业活动在复杂的现代法治社会中的高度专业化，

以及律师对当事人、对法律制度的完善和社会所应负的责任

，使得律师业在自身的组织和管理上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和自

律性。这也可以视为社会与律师业之间所达成的一种“交易

”，即社会承认律师业自治自律的“特权”，以便律师业能

实现其职业使命，造福于社会。从国家行政管理到不断增多

的自治自律的变化，使中国的律师更加贴近民间社会，成为

媒合国家和民间社会的中介，成为促进民间社会自我整合的

不可缺少的因素。 第二，中国律师业的中介化和行业化，意

味着在广泛的社会结构范围内、而非原先的国家权力结构范

围内重塑律师制度和律师业，因而不仅需要各种阶段性设计

，而且还要有一种系统的构想。当中国律师业最终从国家公

职范围中脱离出来，从而彻底割断与国家权力相连的“脐带

”后，失去国家权力背景或依托的这一职业能获得足够的资

源去实现自己维护民权、促进法治和实现社会正义的职业使

命吗？中国律师业能在现有状况的基础上取得行业化的较理

想状态吗？社会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重塑律师制度和律

师业，需要与其密切相关的一些环境因素有什么对应的变化

呢？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是应该通盘考虑的。从许多现代发达

国家的情况看，律师制度自始就是其制度构架的一个有机部

分，律师业通过与周围社会环境的长期磨合，已转化为一种

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并包含律师业在各方面活动的现实合理

性的职业传统。相比之下，中国律师制度和律师业的重塑，

有着历史传统方面的诸多障碍。因此，改革和发展中国的律



师制度和律师业，首先必须从立法上对律师业作出与其职业

使命相适合的定位，并提供充分必要的保障；同时，还要考

虑律师业发展的现状及其自我拓展的能力。在这里，单纯的

法律眼光显然是不够的，还要有一种广泛的社会视野。 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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